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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

□张晓政

张敬儿不是著名的历史人

物，也不是重要的历史人物，

但其权欲熏心、终致灭亡的一

生却颇值得一读，值得人们思

考。

张敬儿生活在中国历史上

最动荡的年代之一——南北朝

时期，原名张狗儿。由于名字

过于粗俗，后被宋明帝改为张

敬儿。他还有个弟弟叫张猪

儿，联系到他的父亲叫张丑，

可见，张敬儿的出身相当低

微。据《南齐书�张敬儿传》

记载，张敬儿“年少便弓马，

有 胆 气，好 射 虎，发 无 不

中”。凭借这一优势，张敬儿

参军入伍，并奋勇作战，依靠

军功一直当上了老家南阳郡的

太守。

如果历史只到这里结束，

张敬儿的一生，倒是颇为可

圈可点的励志故事，但遗憾

的是，张敬儿的“抱负”显

然不止于此。事实上，他的

一生，可以说就是不知疲倦

永 远 追 求 官 位 的 一 生。例

如，他之所以当上南阳郡太

守，就是当年打仗时于阵前

向宋明帝求来的。

当时正处刘宋末期，权力

斗争险恶，幸运的是张敬儿在

历次斗争中都坚定地站在了胜

利者萧道成一边。公元 474

年，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叛乱，

朝廷派萧道成拒敌于新亭。张

敬儿向萧道成献计，愿诈降以

取刘休范。萧道成许诺，如若

事成，便让张敬儿当南阳郡所

属雍州的刺史。谁知等到张敬

儿真的把刘休范的人头提回

来，萧道成却反悔了，认为雍

州州治所在地襄阳是重镇，张

敬儿人位俱轻，不宜居之。张

敬儿反复向萧道成讨赏，萧道

成始终不答应。情急之下，张

敬儿不惜挑拨萧道成与另一重

臣、荆州刺史沈攸之的关系，

说沈攸之在荆州莫测所为，雍

州与荆州相邻，如不让他去雍

州，“以表里制之，恐非公之

利”。萧道成笑而无言，果真

让张敬儿去了雍州当刺史。而

张敬儿也在后来萧道成平定沈

攸之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

公元 479 年，萧道成篡位

自立，改国号为齐，论功行

赏，继续给张敬儿加官。或许

是知道张敬儿这一喜好，萧道

成临终前，还不忘在遗诏中加

予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

正所谓物极必反。萧道成

死后，他的儿子齐武帝萧赜继

位。按说，新老皇帝交替之际

正是最敏感的时候，张敬儿是

开朝功臣，又差不多到了人臣

能得之极位，更应该低调谨

慎。但张敬儿似乎既不明白也

不知足。张敬儿有个特点，就

是好信梦。正在这节骨眼上，

他的老婆突然对他说：“我从

前梦见手热如火，你就当了南

阳太守。后来梦见半身热，你

又当了雍州刺史。如今又梦见

浑身热了。”官迷心窍的张敬

儿不但没有警觉，反而火上加

油说：“我自己可也梦见老家

社树高高至天呢！”其实张敬

儿的本意，不过还想让新皇帝

继续给他升官罢了，但可想而

知，当这些话传到齐武帝耳

中，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

都已经如此显贵了，还不满

足，难道还要谋反不成？终

于，齐武帝设下鸿门宴，当众

将张敬儿收捕。被抓之时，张

敬儿将头上官帽掷到地上，大

声喊道：“此物误我！”

一生都在追逐官位的张敬

儿临死之前，总算明白了“此

物误我”，而他也成了历史上

可笑可叹的官迷的典型。张敬

儿孜孜不倦求官的一生，给了

我们许多思考。他的悲剧，或

许还不在于求官本身。如果我

们心平气和地来看，想当大官

也不是难以启齿的坏事，因为

越大的官客观上也意味着越大

的为人民服务的舞台。即使从

事业发展的角度，追求进步向

上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但张敬儿之所以想当官，显然

并没有这么崇高的追求和境

界，他当官的一大动力就是发

财。如在平定沈攸之之乱时，

他“诛攸之亲党，没入其财物

数十万，悉以入私”，全部收

进了自己腰包。

孔子曾说，“陈力就列，

不能者止”，所谓人贵有自知

之明，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

情。而张敬儿显然更缺乏这

点。他本是武将，冲锋陷阵可

以，处决政事就是赶鸭子上架

——强己所难了。随着官职的

迁升，朝廷将他调到中央，张

敬儿不识朝仪，于是连续几天

关在密室里，学习“揖让答

对，空中俯仰”，连侍妾们看

了都偷偷发笑。事实也证明，

他的当官生涯，并没有留下任

何值得百姓称道的政绩。如此

没有自知之明，又怎能不在当

时凶险复杂的环境中折戟沉

沙、引人哂笑？

传说武则天曾用飞蛾扑火

来比喻那些前仆后继不惜身殉

官场的人们。古往今来，这样

的飞蛾不知当有多少！张敬儿

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克斯

�韦伯说过，政治作为一种志

业，需要具有对“踏实的理

想”的热情、责任感与判断

力。但多少在仕途之路上苦苦

跋涉的人们，却很少静下心

来、回过头来，思考自己以及

人生。他们要么一生都在跑官

要官的路上，或者因为得不到

而心急如焚须发尽白，或者得

到了，但却因为能力不胜任而

活得很累；要么利欲熏心，在

买官卖官的路上，以身试法、

铤而走险，把自己也玩没了。

到底应当如何对待官位？或者

说，做官是为了什么？为名，

为利，还是为民？是不能不让

人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张敬儿

的一生来看，出发点的错误，

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决定了

他的官场人生必将是一场错

误。这就是他留给今天人们最

大的启示。

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
□邱小玲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任官回避制

度的国家。回避制度确立于两汉，成熟

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古代实行这一制

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

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并保证官员任职

期间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公正地履行

职务。历史上，任官回避制度在巩固中

央集权，预防权力腐败方面确实起到了

一些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是随着对

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准则的人事制度的否

定逐步产生的，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

要。历史上，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配

置权力，在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下，家

族内部为权力而争斗，成为当时众多战

乱的根源，且影响皇权的稳定。统治者

意识到了亲属、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威胁

以及诸多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于是产

生了回避制度。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刺史

不用本州人、郡国守相不用本郡人、县

令不用本县人的措施。这些规定在当时

并未形成不须触碰的法规，到了东汉后

期，比较严格的规定出台了。

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

规是东汉桓帝时期出台的“三护法”。

“三护法”明确规定“婚姻之家”和“两

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就是地方

官员不得在姻亲之家所在地任职，或两

个地方的长官虽然没有姻亲关系，也要

回避籍贯上的对应关系（如甲州刺史是

乙州人，则乙州刺史就不能用甲州人），

以防他们用相互包庇对方亲属的办法搞

权权交易。东汉选任地方官员过程中，

“三护法”得到了实际的执行。如东汉

官员史弼，他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由

于岳父母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

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回避制度在隋唐以后得到丰富和发

展，到了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明代，

经朱元璋的严格定制，其内容终至完备。

综而言之，中国古代任官回避主要有亲

属回避、地方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

回避四种基本形式。

亲属回避。它是回避制度中最先确

立的回避关系，“三护法”中即有。需

要回避的亲属范围，历代各有不同，唐

时主要限制在“大功”以上的近亲。宋

代范围扩大，宋仁宗时出台的《服纪亲

疏在官回避条制》，将避亲范围扩大到

“缌麻”以上，即同一高祖父母名下的

旁系和各种姻亲。亲属回避要求有直接

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

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

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注：“大功”

“缌麻”是五服中所列的两种孝服，表

明不同的亲疏关系）

明清时，亲属回避的范围大致上包

括直系、旁系血亲和姻亲。清代《大清

会典》规定：凡叔伯、兄弟在同一衙门

任职者，不论辈分，均以小官回避大官；

如官职相等，则以后任回避先任。如系

祖孙父子关系，其中一方为某部门长官，

则属官回避长官，其余无论品级及任官

先后，均令子孙回避尊长。总之，亲属

回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摆脱亲属

关系的羁绊，避免腐败的发生。

地方回避。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规定，

自汉代已经开始，东汉的“三护法”中

规定，官员任职要回避自身的本籍，这

一做法到唐代之后成为定制。地区回避

的具体范围，不同朝代有不同要求，总

的来看，越到后朝回避的范围越大，执

行越严格。

唐时，地方州县长官一律不得在本

籍及临近州县任职。宋代，地方官要回

避本州和本府。

明清时期，地区回避更加严格。明

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

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

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

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

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除本

籍回避外，清时还有寄籍、商籍的回避

规定。寄籍，即在本籍之外官员或其父

辈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商籍，指官员

从事商业活动的地区。这些地区内，官

员都有可能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

必要加以限制。通过地方官员任职本籍

回避，预防和削弱了地方独立势力，加

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维护了中央集权和

国家统一。

这种避籍也存在一些问题。官员远

赴他乡，异地为官，对于任职地的风俗

很难事先了解，也可能会出现语言不通

的现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难。然而

通过这样的办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

辖地举目无亲，避免了过多的社会关系

造出人情网。

职务回避。中国古代，一些特殊的

职务对任职者有特别的要求，称之为职

务回避。如中央大员的亲属不得担任监

察官和谏官。监察官的避亲制度比较严

格。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

得任监察官。唐时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

监察官，以避免父有过，子不便弹劾。

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

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

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

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明、清

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合

称），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曾任

官之地、寓居之地等，以防亲朋故旧干

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如主管监察官

与案件牵涉仇嫌亦应提出回避，否则，

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

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

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

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的。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自唐代起已开

始有亲仇回避的原则。凡审判官与当事

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要回避，这

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财政、

税收等事，明清时期也有相应的职务回

避要求。明代规定，负责国家财政收入

的户部官吏不得由江苏、浙江、江西人

出任，因上述地区的税赋是国家的主要

财政来源，以原籍之人担任恐其与当地

势力勾结，侵吞国库。清时规定，曾任

盐商，或祖孙、父子、叔伯、兄弟之近

亲中有从事盐商者，都不得任管理盐政

的户部职务，以防其以权谋私。

通过特殊职务，如监察、税务、司

法等职的回避，对特殊部门的防腐促廉

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利

于国家机器正常运行。

科举回避。隋末唐初，形成了科举

取士的任官选拔制度。为防止考官与应

试者勾通作弊，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唐

政府又制定出了科考中的各种回避规定，

科举回避制度出现。

唐开元时代起，凡与考官沾亲带故

的考生，都必须回避他地，另行考试。

到了宋代，“钟鼎之家”的子弟们在科

举考试后，必须再加试一场，以示公允。

科举回避是科举取士公正性要求的

必然结果。科举是寒门儒生通向仕途的

独木桥，因其涉及个人出路，取与不取

举足轻重。因此，铤而走险之人大而有

之，历史上科举舞弊案并不少见。所以

统治者力图通过科举回避制度在选拔人

才过程中避免由于亲故、同籍等关系而

造成请托、作弊行为。

总之，在重视宗族血缘之情的中国

古代社会，回避制度作为用于防止同宗、

同乡徇私，用于防止官员限入地区性利

益之中的一种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现象，使吏治得

到相对的澄清。

研究中国古代的任官回避制度，吸

取一些合理的积极因素，古为今用，重

视回避制度在当今人才选拔，尤其是在

国家公务员选拔任用中的作用，对进一

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是有积极现实意义的。

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公务员

回避制度，由于各国国情、历史文化不

同，每个国家的回避理由、程序、范围

等都有不同。事实上，回避制度只有与

本国政治体制、历史条件、文化差异、

风俗习惯等相结合才能成功。

鹿鸣馆

□宋 颖

19世纪 70年代初，为把日

本打造成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近

代强国，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

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

三大方针。文明开化就是将西

方近代制度、学术、思想等引

进日本，使日本迅速向近代化

转变。文明开化促成了日本近

代教育、科技、新闻等事业的

起步和发展，宣扬西方近代人

文思想理念的思想启蒙运动对

消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和禁锢，

促进西方近代价值观的传播发

挥了重要作用。这场变革有力

促进了日本向近代国家转变。

但是，在 19世纪 80年代日

本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文

明开化时期——激进的全盘西

化的鹿鸣馆时期。其原因是，

明治政府幻想以此来迅速提高

日本的国际地位，达到与列强

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封建时代末期，在列强的

武力威逼下签订的一系列丧权

辱国的条约，不仅使日本蒙受

了巨大国辱和经济上的损失，

也使普通国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激烈反抗，

最终爆发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民

主运动——明治维新，彻底推

翻了封建政权。因此，年轻的

新政权深深感到，不彻底修改

这些不平等条约，就不能完成

维新的使命，实现国家独立、

与万国并立的明治梦。

然而，当时的日本综合国

力与列强相差悬殊，因此列强

根本不把日本作为平等的谈判

对手，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

日本修改条约的要求，甚至还

提出增加比原条约更加有损日

本利益的内容。在列强的百般

阻挠和刁难下，修改条约谈判

屡屡受挫，步履维艰，毫无实

质性进展。明治政府十分清楚，

日本绝无靠武力解决这一外交

难题的可能，因而决定另辟蹊

径，幻想通过展示日本文明开

化的近代化国家形象来获得列

强的好感，以换取列强同意日

本修改条约的要求。

于是，明治政府开始推行

激进的欧化政策。

1883 年明治政府斥巨资建

造的鹿鸣馆在东京落成。这座

由西洋人设计的欧式建筑是明

治政府用于招待外国贵宾以及

外国官员的豪华社交场所。1883

年 11月 28日， 日本外务卿在

此举行了有 1200多名外国公使

和日本的达官显贵参加的盛大

开馆仪式。从此这座馆名取自

中国《诗经》、意即迎宾会客

之所的社交馆，成为对外展示

日本文明开化新形象的大舞台。

在富丽堂皇、花团锦簇的

鹿鸣馆内，全身西式打扮装束、

受过西方社交礼仪培养教育的

日本名门闺秀，伴着悠扬的舞

曲与洋人翩翩起舞，舞姿优雅，

华服翻飞，一派高贵典雅、和

睦融融的景象。鹿鸣馆宴会厅

的餐桌上，摆放着高档餐具，

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供客人

尽情享用。夜晚，璀璨的烟

火在鹿鸣馆外的天空绽放，

为晚会烘托气氛，供宾客欣

赏。明治政府还在鹿鸣馆内

设立日本皇族与高官以及民

间有势力的人为会员、与外

国人交际的国际俱乐部。俱

乐部内的交谈只限于英语，彰

显俱乐部的国际性。

鹿鸣馆内的欧化大戏一幕

幕上演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在

改造帝国首都的形象上大做文

章。明治政府聘用西方建筑师，

按西洋模式规划首都和设计首

都的主要建筑物，并指示企业

家斥巨资，建造欧式的帝国饭

店，以显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与欧美国民毫无二致。为便于

与西方交流，以及让西方了解

日本，明治政府还打算废除日

本的传统文字，改用罗马字为

国语。另外，还大力推动戏剧

改革，大规模改造日本传统的

演剧、戏剧表演形式，推广欧

式戏剧的演出。

然而，这出精心打造、极

力取悦西方的欧化大戏，却丝

毫没有打动它的观众——欧美

列强的心。日本并没能因此赢

得列强的尊重和平等相待，日

本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因此而有

丝毫的提高。

在此期间，经过长达七八

年旷日持久的谈判，列强给出

的修改条约的条件是：日本要

遵循欧美的法理原则制定一部

法典，该法典要以英文提交列

强审查，得到同意后方可实施；

日本法庭必须雇佣外籍法官，

在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时，

外籍法官还必须占到多数。同

时，日本还要开放全境，承认

外国人在日本本土与日本人有

同等的旅行、居住、营业和拥

有不动产的权利。

日本法典要经外国人审查

后方可通过，这是列强对日本

立法权的干涉。审理涉及外国

人的案件，必须有外籍法官参

与，外籍法官还要占多数，这

是对日本司法权的干涉。而开

放内地，则将外国人过去仅限

于租界的特权扩展到全国。这

些内容较之旧条约对日本的侵

害更为严重。因此，这些内容

一经传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群情激愤，朝野共怒，抗议浪

潮席卷全国。迫于各方压力，

明治政府无奈宣布条约会议无

限延期。为修改条约而极力推

行欧化政策的外务卿也黯然下

台。热闹一时的欧化大戏也随

之落下帷幕。

实际上，这场失败是必然

的。因为这股欧化风潮正如一

些冷静的日本政治家批评的那

样，是“超过实力”的“夸饰

外表”。当时日本渲染的一些

欧化“景观”，并非日本国力

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真正体现，

而是明治政府几乎举全国之力、

甚至依靠民间企业家的财力营

造出来的文明假象。

当时真实的日本，还处于

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

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各方面基

础都十分薄弱。而明治政府却

耗费大量财力、物力推行激进

的欧化政策，大规模兴建西式

楼堂馆所，这样的面子工程对

增强国力、提高文明程度并无

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以上

流社会为对象的高价消费文

明”。以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

为极少数人提供极端奢侈的物

质享受，以便于向西方展示日

本国民已经享有与欧美国民同

等程度的文明生活，实在是自

欺欺人，自我陶醉。欧式建筑

的规模以及豪华程度、上流人

士西方语言运用的熟练程度、

西方社交礼仪模仿的程度，这

些都丝毫改变不了日本被歧视

被压迫的处境。

最终，日本还是通过从根

本上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建立

起近代政治、教育体制，普及

完善近代教育，大力培养和储

备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科技和

近代产业的发展，实现了富国

强兵。

1895 年，日本在中日甲午

战争中战胜了满清政权统治的

中国。1897 年，列强与日本在

谈判桌上签订了新的条约。新

条约于 1899年生效。列强在日

本拥有治外法权的屈辱性条约，

随新条约的生效而废除。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

沙皇俄国。1911 年日本收回了

全部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

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

了全部主权，国家彻底独立，

并加入了列强的队伍，成为帝

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员，实现了

“与万国并立”的明治梦。

鹿鸣馆时期的欧化大戏落

幕已有一百多年，但对那段历

史的追忆和思考，并没有随着

鹿鸣馆内灯火的熄灭而停息。

温故这段历史，会给今天诸多

启示，以史为鉴，是避免重蹈

覆辙的最佳路径。

官迷张敬儿

有所思

中外制度史

史 镜

□游宇明

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致电家居纽约的

晏阳初，祝贺他 99岁生日。贺词说：您一生服务于发展

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

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

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

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

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布什对晏阳初的评价并非过誉。晏阳初的所作所为贯

穿了一个“善”字。这种“善”与晏阳初早年的三次感

动有关。

1903年，晏阳初还是一个 13岁的少年，做塾师兼乡

医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内地教会创办的华英教堂读书。在

教会学校，他学会了唱歌和运动，更结识了对他一生很

有影响的人——姚明哲牧师。姚牧师是英国人，也是这

所西学堂的校长，他一人教数门功课：英文、数学、地

理⋯⋯他原本是测量员，因为反感当时一些来华传教士

趾高气扬、瞧不起华人，于是放弃本业，从事神职，想

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姚牧师从不对学

生啰嗦地讲说《圣经》，只是以慈爱和蔼的态度与学生

共同生活，细心照顾他们的一切。晏阳初对姚牧师的为

人极其敬佩。此次感动使晏阳初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好人，

干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晏阳初的第二次感动来自于姚牧师引介的传教士斯图

尔特。晏阳初最初担任的是斯图尔特的翻译与助手。在

工作中，斯图尔特发现晏阳初非常勤奋好学，决定推荐

晏阳初到香港深造，并且不顾路途艰难，陪同晏阳初从

成都转重庆经上海，最后抵达香港。从斯图尔特身上，

晏阳初感受到的是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晏阳初后来回顾

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基督的牺牲自我，

以德报怨。”“与他一见，关系到我今后的生活与思想

的发展。”

1918 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以北

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去往一战的法国

战场。那里有 20 多万挖战壕、救伤员的华工，晏阳初做

起了这些华工的翻译。翻译之余，他替华工写家信。后

来请他写家信的人越来越多，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因此创办了华工识字班。晏阳初在教华工识字方面动了

许多脑筋，他先是在班上亲自教会一批人，然后又让这

批人去教尚未识字的学生，循环往复，希望让有限的教

育资源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为了扩大华工识字的成果，

晏阳初创办了《华工周报》。某日，他收到一封读者来

信，大意是这样的：“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

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 10

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

365个法郎。”华工辛苦工作三年，只得到了 365个法郎

的报酬，然而为了支持晏阳初办报，他居然将这笔非常

珍贵的钱捐了出来，晏阳初自然感动不已。他说：“我

在法国，原想是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

这次感动让晏阳初树立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平民教育事

业的志向。

——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侧影

晏阳初的三次感动


